
政治与法律

一、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历史哲学内
涵探析

熟悉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们应该不会

忘记，在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确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得以有效贯彻的实践探索
中，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而

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随着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决定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
制从“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翻转为“在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后，其
在当代中国财富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了将近 10 年
时间。直至 1993年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
代。
综合来看，该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对

[摘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后在兼顾国情和现代财富发展要
求下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其本质上内具的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和社会商品的有
限市场配置的根本特征，不仅使得中国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社会经济从此开启了具有“国富”
特质的财富动力机制，而且也因该体制内含的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和社会商品的有限市配置
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该体制在运行中又进一步生成了系列促使改革必须走向深入的内在否定
性要素，并最终历史地促成了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充分利用资本并引导其为社会主义
“共富”目标服务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的成功开创，因此在当代中国财富生产和
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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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要素资源的配置上依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

制的核心部分的稳定，即维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

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计划配置方
式。正如该决定所明确指出的：“在我国社会主义
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
等等一切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社会主
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的和经济的、行政
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管理、检查、指导
和调节”，可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业的主
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
并、转、迁”。所以，这一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总体特
征，决定了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计划
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

经济”。①

而这一经济体制的核心指向，则正如该《决
定》中所阐述的：在对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重要
产品通过计划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总
体格局下，“商品经济”所要发挥的最大作用或预
设给其的关键任务，就是通过触及“赋予企业自
主权这个要害问题”，给予各类从事生产经营的
计划经济主体以体制所能允许的最大主动权。表
现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上，就是让由生产要素生产

的消费品逐步通过符合价值规律的市场机制来

进行配置，特别是那些“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
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
动”，如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
劳务活动等，则“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
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②从而使他们在有

限的市场权力中分享利益的同时，将以国有企业

为核心的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从被原有单一计

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平稳有序地激发与释放出

来。正因为如此，这种以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外的
增量式改革为阶段性目标、并在外部形态上以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特殊形态表现出
来的改革方式，根本上有别于那种所谓的“休克
疗法”。
如若结合当代中国在财富③生产和发展中所

经历曲折的实际，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

前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我们在财富发展

上占据主流的认知和实践乃是将在政治上跨越

了“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在各方
面已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进化的优良产品，

并过分忽视商品、市场、资本等现代财富手段在
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是直接
用扬弃资本后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内在要求

（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来规范定义现实
社会的财富发展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一度荒谬地

将上述认知实践推向了“两条路线、两个阶级”间
的斗争乃是整个国家“工作重心”的错误极致，整
个民族为此遭受了社会主义财富运动过程中的

“最大波折”。④再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整
个社会经济体系分为作为表层结构的商品市场

和作为深层结构的、即由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消耗
而构成的生产系统的论述，以及我们在此论述基

础上逆向得出的、即随着作为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之逻辑展现的消费品的配置方式逐渐走向商品

化市场化，必将倒逼作为深层结构的生产要素的

市场配置方式归位的逻辑推论。⑤我们将不难得

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后这一在兼顾国情和现代

财富发展要求下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而建立的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其本质上存在的生产
要素的计划配置和社会商品的有限市场配置的

改革举措，虽从当代中国的整个财富生产和发展

的进程来看似乎显得不彻底，实则乃恰恰顺应了

当代中国在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进程

中的阶段性要求，因而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觉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4-278页。
② 同上，第 278-279页。
③ 本文提到的“财富”，是指基于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并认为
财富定义虽可以扩展至涵盖精神财富等，但物质财富的讨论

最为基本。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98、333页。
⑤ 这一推论也被当代中国财富发展的实践，即“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体制”最终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所证明。本文
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通过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之内在
否定性的阐述，来具体揭示这种转变的内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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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充分肯定其具有敢讲“我们
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敢冒“会被看成异端”①

的风险之精神，并具有引导人们“把搞活企业和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举措当成‘资
本主义’”②的认识误区中解放出来之作用的同
时，还赋予了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③的历史
地位。

二、开启了具有“国富”特色的财富动力
机制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在促进当代中国财富生

产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从经济哲学的视角
进行审视，该体制在下述两大方面奠定的历史成

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从该体制在促进整个社会财富发展的

宏观方面来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得原来在计划经济生产方式下受到束缚的生

产力开始在国家体制层面上真正“触及了自主权
这个要害问题”④而跳出了原有的条条框框，并在
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上被不断地激发与释放出

来。综合来看，这一阶段农副产品大幅增产，农民
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工业

蓬勃发展，人们普遍感受到了商品市场带来的生

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至于小平
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回溯 1984—1988 年这五年期
间的改革成果时不无欣喜地评论到：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 1984年—1988年。这五
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

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
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
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村家庭。农副
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
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
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
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可以说，这一时期整个
“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
发展过程”，这也意味着随着财富动力机制的有
效开启，“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⑤

的确，我们可以从上述评论中真实地感受到，

这一阶段的财富发展因为有了“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体制”牵引和保障，从而使得这一渐进式改革
确实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完全依

赖纯计划体制来制造、分配社会财富，并在这一
体制外拥有额外财富既无可能甚至违法的单一

局面。较好地实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希望达到
的“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对不能损害社
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
财力的增强”⑥的总体目标。
第二，从该体制改革在促进财富发展的微观

层面、即其在促使人们在获取财富途径上的改变
以及相应形成的对财富的认知变革来讲，我们则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改革对身处其中的具体

个人来讲，则意味着当时的人们除了有可能在国

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内获取更多的财富收入外（集

体、国有企业中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和农村中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可以在部分开启的

商品市场中觅得商机、得到那个虽然粗糙但在现
实中确实已作为历史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社会

个人的那份财富。而这在人们的主观心态上则意
味着，由于社会个体在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过程

中从此开始具有了之前所不具有的合法性和正

当性，这种合法正当性和当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中释放出来的、尽管是仅有的那么一点商品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1-272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版，第 1006页。
④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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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汇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推动了人们关于现代

社会财富意识的启蒙，广大中国人民长时期被体

制和意识形态压抑束缚的财富欲望，从此开始被

深层次地激发出来，并在作为对象化存在的生产

力的巨大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依此逻辑更进
一步而言，致富在当下既然已经不是罪过，那么，

财富就必将会成为人们大胆追逐的目标，“致富
光荣”、“思富”、“崇富”、“善待财富”开始成为对
待财富的主导观念。
如此，也标志着伴随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推进，一种明显区别于传统经典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形态特征的财富动力机制，此时已正式开

启。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这一阶段

上“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①的
基调没有根本改变，整个财富发展体制依然维持

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
和土地）的计划配置方式，而由生产要素生产的

消费品则逐步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这一以计划
经济为核心与主体、而市场则只是其表层与补充
的历史格局，本质地决定了国有经济依然保持着

如计划经济时代般在财富生产、资源配置与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而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只能处在
其拾遗补缺、有益补充的地位上。这也意味着普
通民众已经被激发出来的致富欲望在这种经济

体制结构内，尚得不到全面、深层、有效的满足，
加之整个社会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拥有财

富的合法性并没有像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

景下倡导的那样，即不简单地将有没有财富和有

多少财富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否的标准，

同时明确提出保障人们所拥有财富的合法性，强

调“民众富裕才能有国家富强”、“实现人民的富
裕，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②等系列突
出“民富”基础性、目的性等。因此，在没有明确预
期的情况下，许多人在历史的阴影下仍然怀着忐

忑心情来思富致富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
以，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开启的财富动力机制具有

鲜明的“国富”特色。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一在当代中国财富生产

和发展进程中作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必

然逻辑结果的“国富”特色，必将因其所依附体制
的过渡性特质，而决定了其必将要在突破自身的

内在限度中得到扬弃。

三、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
的生成

这里所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是

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充

分利用资本并引导其为社会主义“共富”目标服
务的财富之路。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当年在《法
兰西内战》（初稿）中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利用和发展资本的理论③，亦或是其关于东方落

后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跨越卡夫丁峡
谷”理论，还是列宁晚年就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
的思考和实践④，实质上均涉及到了要利用资本

来为本国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命题。但我们必须
清醒地看到，这一财富道路并非自改革开放伊始

就已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探索历

程。而这其中，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实践，则无
疑因其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生成了系列促使改

革必须走向深入的内在否定性要素，而最终对促

使中国共产党在自觉把握历史进程中成功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的确，当我们再次审视该阶段财富生产和发

展的基本格局时，可以看到下述具有阶段性特色

的历史景观：即一边是自放权让利以来开始激活

的国有企业的财富发展体系，而另一边则是计划

外的、以非国有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财
富发展体系（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个体私营企
业，乡镇企业以及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5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98-

99页。
④ 参见鄙作《列宁晚年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再认知》（《上
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 5期）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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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兴起的中外合资与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
企业等）。对处于计划体制内而享有丰富生产资
料的国有企业来讲，其在按国家指令计划来进行

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同时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要不断将自己被体制赋予的经营自主权转化

为追求计划外利润、计划外经营等系列加速自身
财富积累和扩张的能力。而对于那些不掌握生产
资料划拨权的非国有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的财

富发展体系，虽然他们已经在部分开启的表层市

场体系中获得了商机进而享受了改革带来的红

利，但却又必须非常无奈而又不得不非常谨慎地

依赖于这个体系，因为一旦离开这个体系，不要

说发展，就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产要素）供应

和相关配套生产条件的满足都将成为问题。这也
正是我们上述分析的这种带有“国富”特色的财
富动力机制的核心依据所在。
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发展进程的不

断深入，本质上由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行政配

置）和商品的市场化配置间的内在矛盾，开始全

方位多层次地在经济社会中展现出来，而由此所

生成的内在否定性因素，则历史地阻碍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财富发展的深入推进。综合来看，这
些内在否定性因素通过下述三大矛盾对立得到

了集中展现：

第一，财富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外经济主体与

体制内经济主体的矛盾对立。如前所述，伴随“致
富光荣”、“思富”、“崇富”、“善待财富”等观念随
着改革的进程不断成为人们主导观念的同时，已

经在改革开放过程蓬勃发展起来的计划体制外

的财富发展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致富目标，迫切

需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可通过市场交换获

取）来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但当时生产资料（即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方

式，却使得可在商品市场上自由销售流通的量非

常之少，这直接导致数量不断增多、规模逐渐扩
大、但仍处于计划体制外的各财富主体无法通过
正规渠道来筹集自己亟需的资本与生产资料，于

是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包括商业贿赂）来从政

府与国有企业中获取生产要素。而它们对生产要
素的灵活的市场化运用方式所产生的竞争力，又

通过商品市场的中介形成了对行政化管理的国

有企业的巨大压力。为了在计划配置生产要素的
总体框架下满足这些计划外企业的需求，政府出

台了生产资料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轨
制”。①这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必
然产物，其本意是要把掩蔽在商业贿赂中的计划

内外的生产资料差价公开化，纳入到国有企业的

收入核算中，从而消除商业贿赂。然而价格双轨
制中的差价和交易额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

府和企业官员所定。于是价格双轨制成为了腐败
的源泉，产生了为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官倒”现
象（用权力以计划内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然后再

以市场价格倒卖给生产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②

如此的客观现实，急切地呼唤着更为深层的改革

来化解“价格双轨制”的弊端。
第二，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市场的深

化拓展间的矛盾对立。众所周知，在现实的社会
经济体中，要素与产品往往是捆绑在一起而不是

像在理论中那样可以分开考虑的。但在当时的那
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根本上是由行政计
划来配置的情况下，使得住房等许多在计划经济

下纳入福利领域的消费品根本无法推行市场化，

甚至如粮食、彩电等产品也很难推行市场化。这
就导致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增长无法投入到住

房等大宗消费品领域，更不可能进行诸如当今市

场化条件下的系列品目繁多的投资活动，因而只

能将其投入到范围非常狭窄的商品市场上，这导

致了当时局部商品市场通货膨胀的局面；特别是

在 1985 年开始的价格改革优先战略即我们通常

① 1984年 5月国务院在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
的暂行规定》中，允许企业对工业生产资料属于超产和自销
部分，开了一个允许在 20%幅度内自行定价的“绿灯”。
② 当然，就算是双轨制下的寻租行为，如上文分析所呈现的，其

实质毫无疑问是掠夺计划体制下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到市

场中进行实现以获取暴利的行为，因而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

过程。但在矛盾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的
客观作用，当所有的企业都产生这样做的动力、并这样去做
的时候，传统体制必然加速萎缩、瓦解、崩溃，这正是它的积
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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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闯关”计划启动后，头一年即 1985年社会
零售价格指数就比前一年上升了 8.8%！首开改革
开放以来最高纪录，而在这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这一上升态势毫无缓解的苗头。这严重影响了当
时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也最终导致了当时价格

“闯关”的失败。从 1989年开始，整个社会经济进
入了历史上“治理整顿”的三年。可以说，这种在
当时境况下根本上是因体制性矛盾而出现的剧

烈的通货膨胀压力，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开拓更

为广阔的商品市场，而这又必然要求推行生产要

素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由于这一阶段商品
市场化程度不充分，导致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

扩展到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消费品领域，由此又导

致了商品市场中也出现了令人厌恶的“官倒”现
象。
第三，国有企业在产品上的市场配置与其在

生产要素上所处的计划配置格局间的矛盾对立。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只追求产

品的收益而无权对要素成本负责是基本事实。于
是，那些经营不善且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亏损企

业最后仍旧只能由政府来养活，“企业吃国家大
锅饭”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与此同时，由于
企业无权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进行自

主配置，而调动企业与职工积极性的最大限度也

只能是在维持原有工资福利的基础上使用奖金

来鼓励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职工吃企
业大锅饭”的局面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再
加之国有企业缺乏通过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自

主权，也在根本上导致了这些企业无法进行自主

扩张与自主创新……所有这些内在矛盾的汇聚，
使得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低下的局
面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也使得众多国有企

业在改革进程中陷入了严重困境。
上述这些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生成的

系列阻滞当代中国财富生产和发展走向深入发

展的内在否定性因素，客观上意味着改革初期的

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

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个
体发展、利益诉求的市场化趋势日益产生矛盾。
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初期实现的那种在经济学

上因改革成本低而又普遍受益、令人向往的“帕
累托最优”状况也走到了尽头。改革至此，整个社
会在既定生产要素配置下所能激发与释放的边

际生产力逐渐递减，而要素的计划配置和商品的

市场配置方式间的冲突不断递增。矛盾的内在辩
证原理已在向世人昭示：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已经

到来！

但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起初的商品市

场化继续推进到深层的要素市场化，并以此来全

面开创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的中国特色主义财富道路，却遭遇了强

大的意识形态阻碍，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问题。在人们既有的思想认知中，以为商品经济
等于资本主义，计划配置等于社会主义，这在理

论上必然导致消灭一切商品经济。再加之尽管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初步接
受了社会主义可以在坚持生产要素计划配置的

框架下允许商品市场存在的基本事实，但由该经

济体制生成的系列矛盾，却使得当时社会上出现

了因没有看清问题本质而出现的“违背改革开放
客观逻辑的各种社会思潮，一些人主张这些问题

根源于中国政治体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

到头，下一步是要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走以‘多党
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民主制道路。……另一些
人则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后果是将中国

拉回到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断送中华民族的强

国前程”。①

正是在这一历史境遇下，自觉开启了改革进

程的中国共产党果断剔除了各种杂音阻挠，再次

自觉主动地把握住了改革的历史契机。继邓小平
同志“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判断改革开放姓
“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

① 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
研究》2007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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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后，执政党及
时地在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中，将之前财富发展中依赖的“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体制”彻底翻转为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而其中的核心环节，就是要在财富生
产和发展中形成使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对生

产要素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格局。这也意味从此
以后，整个社会将更多的是利用作为货币的资本

力量而非行政权力来配置社会资源来进行财富

生产和发展，从而在根本上顺应了这一“不可逆
转”②的经济体制改革内在矛盾发展的历史要求
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

四、结语

改革开放之初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而探索出

的这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如今早已随着
其使命的完成而走入历史，甚至早已被人们遗

忘。但在 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
向全面深入并迎来了日益严峻的全球化、市场
化、资本化挑战的当下时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广大中国人民全面应对上述矛盾挑战、并深入探
索如何有效地使这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运行的

财富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指引下不断

走向健全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认为，从经济

哲学的视角重新梳理并深刻反思这一在 30 年前
曾经经历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本质内涵与

历史地位，无疑将会使我们在更加深刻地认知到

该体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过程

中起到了何种关键作用、以及我们当下日渐完善
的这条财富道路是如何来之不易而更加坚定我

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信心决心的同

时，也必将为我们在当下“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
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

的重要根源③”的总体境遇下进一步思考如何“更
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事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走向健全完善的“核
心问题”④提供非常宝贵的反思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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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System of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system of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have not only made China ope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national wealth”，but also generated a series of inner negative factors，which led to the
deepening reform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configur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plan and limited
market allocation of social goods. And eventually it created the wealth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serves as the target of “common wealth”. Therefore，the system of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ealth.
Key words: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elements configuration，national wealth，inner negativity，market
economy，wealth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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